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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环境治理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张　迪,金荣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　环境治理效率不高的一个原因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偏低.以２０１５年我

国(大陆地区)２９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为研究对象,运用 DEA 三阶段模型,评价

我国省级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效率损失,且各

省支出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的效率

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地方政府应在提高管理水平和优化资金规模方面双管齐下,促进

支出效率的改进.财政分权、文盲率和工业化水平均对环境治理支出效率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经济发展水平、环保机构分布密度对支出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根据纯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的得分,将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效率分为四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特点提出

了相应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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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

显.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前提下谋求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

点.然而环境问题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有效地解决,还得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的效用[１].由于政府行为存在效率损失等问题,有必要对政府环境治理财政支出的效率进行评估.

学者们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效率进行了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不同学者在统计口径和研究侧

重点上存在较大差异.王立岩以环保行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和环保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作为

环境治理的投入指标,测算了山东省１５个样本城市的环保治理效率[２].毛晖等则以环境污染治理的

投资额作为统计口径,重点分析了环境治理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的影响[３].何平林等在得出

环境治理财政投资效率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影响不同区域环境投资效率的因素[４].石英华等则着重

分析了水污染防治投资绩效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构建了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５].
从研究方法来看,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被广泛采用.例如,董秀海等运用 CCRＧDEA 模型从

国际和历史两方面对我国的环境治理效率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６].为了解决了非期望产出存在下

的效率评价问题,同时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李静等采用DEA中的SBM 模型,测算了我国２８
个省份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的环境效率,并将其与CCR模型得到的效率值进行对比,以期得到不含污染变

量的效率情况[７].
从研究结论来看,相关结论很难统一.李胜文等指出我国环境治理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并且存在

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效率水平反而较欠发达地区低[８].李静的研究结果则与之相反,
她认为,东部发达地区在环境治理效率水平上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东部之间的效率水平差距在逐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５期)

步缩小,而西部和中部之间的差距却趋于增大[７];此外,工业比值的提高会导致环境效率的下降[９].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学者们选择 DEA 分析法研究环境治理支出的效率水平,

大多只考虑环境治理的可控投入,未能剔除随机误差和外部环境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评价结果并不

能反映决策单元的真实管理水平.基于此,本文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和地区间资源禀

赋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引入DEA三阶段模型从省际层面上对我国(大陆地区)２０１５年２９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①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进行测度和分解,并在此基础上找寻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

出效率的提升路径.

　　一、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

　　１．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直接使用投入、产出数据建立的非参数边界分析方法,最初由

Charnes等[１０]提出,被广泛应用于能源、环境领域的效率评价中.针对传统 DEA 模型对数据依赖性

强、无法提出随机误差干扰、结果的显著性无法检验等缺点,Fried提出使用三阶段DEA 模型[１１].该

模型以传统DEA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外部环境变量,进而发现影响决策单元效率的具体因素,并
通过对外部环境和误差项的调整,“过滤”环境特征因素的影响,在外部环境一致的情况下,再次测度

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从而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结果.由于财政支出效率还受到地域、发展水平和遗

漏变量、随机误差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更为科学的三阶段DEA模型作为研究方法.

２．变量选取

(１)投入产出变量.科学合理的选择投入产出变量是准确评价财政支出效率的关键.一般来说,
评价财政支出的效率时,投入指标为财政投入资金.因此本文把地方财政对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作

为投入指标.根据指标选取的相关性、代表性、适应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同时考虑到工业生产污

染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且近年来生活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选择具有优良代表性的四类

污染物指标作为产出指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生活垃圾

清运量.除此之外,把森林覆盖率纳入产出指标体系中,以反映各地环境治理下的自然生态状态.
(２)外生环境变量.一般的,外生环境变量往往选择影响效率水平但不在样本主观可控范围内的

因素.本文主要从财政体制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公众参与环境和服务配套环境等四个层面选择影响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的因素.分别用财政分权程度表示财政体制环境,用人均GDP和工业化

程度代表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用公众认知水平衡量公众参与环境,用环保机构分布密度量化服务配

套环境.

３．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１５年为研究时期,将我国(大陆地区)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治理系统作为决

策单元,测度我国省际财政的环境支出效率.区域的划分采用魏楚等的划分方法,考虑到国家的西部

大开发战略中将内蒙古包括在内,因此在传统三大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将内蒙古划为西部地区[１２].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１６»,其中,对环境财政支出和人均

GDP数据进行了物价指数修正.

　　二、结果分析

　　１．第一阶段,传统DEA阶段

将所选２９个省级政府的初始投入产出数据置于同一个生产效率前沿面上,不考虑环境变量和随

机误差的影响,运用DEAP２．１软件初步评估得出第一阶段的效率值,如表１所示.

８３１

① 由于海南、西藏部分数据缺失较严重,考虑到数据的平衡性,故将其从样本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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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第一阶段DEA核算结果

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规模
报酬

北京 ０．７１１ ０．７６３ ０．９３２ drs
天津 ０．６２０ ０．９８６ ０．６２９ irs
河北 ０．９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１２ drs
上海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江苏 ０．７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３ drs
浙江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福建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广东 ０．５８４ ０．８３２ ０．７０２ drs
山东 ０．７２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０ drs
辽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东部地区 ０．８２８ ０．９５８ ０．８６３
吉林 ０．４０５ ０．５３３ ０．７５９ drs

黑龙江 ０．５６１ ０．６９９ ０．８０２ drs
河南 ０．７０４ ０．７８３ ０．８９９ drs
湖北 ０．６３６ ０．６９９ ０．９１０ drs
湖南 ０．４６８ ０．６０１ ０．７７９ drs
安徽 ０．８２１ ０．８８８ ０．９２５ irs
江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山西 ０．７２６ ０．９８８ ０．７３５ drs

中部地区 ０．６６５ ０．７７１ ０．８５７
广西 ０．９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３ drs

内蒙古 ０．５２３ ０．６７８ ０．７７１ drs
重庆 ０．４５６ ０．４７５ ０．９６０ irs
四川 ０．５３３ ０．６５０ ０．８２０ drs
贵州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云南 ０．４９８ ０．６３３ ０．７８７ drs
陕西 ０．５２１ ０．５３３ ０．９７７ drs
甘肃 ０．７２８ ０．７６１ ０．９５７ drs
青海 ０．１６８ ０．６１１ ０．７６９ irs
宁夏 ０．５０６ ０．８３８ ０．６０４ irs
新疆 ０．３２９ ０．４２５ ０．７７４ drs

西部地区 ０．５６３ ０．６５５ ０．８５３
全国地区 ０．６８３ ０．７９２ ０．８５６

　注:drs、irs、－分别表示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递增、规

模报酬不变,下同.

　　由表１可知,在不考虑外生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

影响下,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总体水平良好,全
国平均技术效率为０．６８３,有８个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

得分在０．９００~１．０００之间.环境治理效率较高的决策

单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弱于东部,但较西部有

一定优势.全国平均纯技术效率得分为０．７９２,平均规

模效率得分为０．８５６,除天津、河北、江苏、广东、山东、山
西、广西、宁夏外,其余决策单元的规模效率均大于(或
等于)纯技术效率,说明代表日常经营管理政策和水平

高低的纯技术效率不高是制约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效率水平的主要因素.上海、浙江、福建、辽宁、江西和

贵州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得分均为１,说
明以上决策单元处于环境治理的生产前沿面上,是最有

效的.其他决策单元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存

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此外,在２９个决策单元中,除
上述６个位于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元规模报酬不变外,
只有天津、安徽、重庆、青海、宁夏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增,
规模报酬递减的决策单元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２．第二阶段,相似SFA模型阶段

由第一阶段的评价结果可知,不同地区之间环境治

理效率差异显著,表明 DEA 模型得到的支出效率,还
受到投入、产出指标之外的因素影响.在第二阶段的分

析中,将进一步测度造成这些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

度.以第一阶段中各决策单元的投入松弛变量为被解

释变量,以财政分权度、人均 GDP、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文盲率、环境保护机构分布密度等外生环境变量为

解释变量.此外,考虑到 DEA 分析结果中,区位因素

对效率水平也有一定影响,因此模型中引入地理位置作为哑变量,设定东部地区为１,非东部地区

为０.运用Frontier４．１软件,得到回归结果见表２.
表２　第二阶段SFA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标准差

常数项β０ ２．３０５∗∗ ０．９１８
财政分权度β１ １．６９９∗∗∗ ０．１６５
经济发展水平β２ －０．７６６∗∗ １．９５２
工业化程度β３ ２９．３６１∗∗∗ ２８．４６４
公众认知β４ １．５８３∗∗ ０．４７５
服务配套β５ －４２．６１５∗∗ ３６．８７２
地理位置β６ －０．７６９∗∗∗ ３．３１２
σ２ ３３．７８４∗ １０．５４２
γ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２
Loglikehood 　　　　－１６２．７４２
LRtestoftheoneＧsidederror　　　　４．１６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

由表２可知,模型中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均通过

了１％、５％或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各指标的选

取较为合理.地方环境治理财政投入松弛变量的γ 为

０．９９９,且在１％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

在财政资金投入中管理因素的影响占了主导地位.因

此,运用SFA 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影

响,将各地区置于同质环境进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进一步考察各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

根据Fried等的观点[１１],投入松弛变量可以看作为决策

单元的机会成本,如果投入松弛量与解释变量负相关,
则表明解释变量会降低决策单元的机会成本,从而提高

决策单元的生产效率.反之,若投入松弛量与解释变量正相关,则说明增加该解释变量会导致投入变

量的增加,因而不利于决策单元生产效率的提高.下面逐一说明六种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的

影响.
(１)财政分权度的系数为正(１．６９９),表明分权程度较高,对效率水平的提高不利.这可能是由我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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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制度安排虽然有效地激励了地方官员追求本

地经济增长,但这种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地方主义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其
地方政府支配财政资源的自由度就越高.地方官员为了能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往往倾向于将资金

用于能够提高政府官员福利水平的用途上,忽略财政资金在环境治理这种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基本

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进而降低了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效率.
(２)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负(－０．７６６),且在５％水平上表现出较好的显著性.这一结果符合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必然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能够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其中包括环境治理支出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
们的消费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环境服务由奢侈品变为必需品,人们对“好”环境的需求增加,开始关注

环境保护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改善周围生存环境的活动中.
(３)工业化程度的系数为正(２９．３６１),即工业化程度越高,环境治理效率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地

方政府基于发展地方经济与政绩提升的考虑,降低污染企业准入门槛,对企业排污行为放松监管,甚
至会吸引污染企业至其辖区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环境治理效率低下.

(４)公众认知的系数为正(１．５８３),在５％水平上显著.说明文盲率较低时,有利于环境治理效率

的提高.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占比越大,对环境状况的关注程度越高,同时对提高环境质

量的诉求也就越强烈,从而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环境治理的支出效率.
(５)服务配套的系数为负(－４２．６１５),说明环境保护机构分布密度越大,越能更好地履行环境保

护的各项管理职能,地方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越有效,从而越有利于支出效率的提高.
(６)区域哑变量的系数为负(－０．７６９),在１％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区位因素对环境治

理效率影响较大,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地方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有足够的财力治理环境污染.而中西部地区

由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地方政府往往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因此可能会降

低环境准入门槛,甚至会减少环境治理资金的投入,导致环境治理支出效率低下.

３．第三阶段,调整后的DEA阶段

根据回归结果调整原始投入变量,再次引入BCC模型,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作为新模型的投入

变量,产出变量仍为原始产出变量,利用DEAP２．１软件得到第三阶段的省级政府环境治理支出效率,
具体见表３.由表１与表３可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的效率在剔除外生变量的影响后变化较大.

(１)从整体上看,全国平均技术效率由０．６８３变至０．７７４,上升了１３．３２％;平均纯技术效率由０．７９２
变至０．８４８,上升了７．０７％;平均规模效率也由０．８５６变至０．９１１,上升了６．４３％①.分区域来看,东部

地区的效率值与调整前相比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并不明显,分别从调整前的０．８２８、０．９５８和

０．８６３上升至调整后的０．８６２、０．９７６和０．８８２,说明在有外生环境变量影响下,略微低估了东部地区的

支出效率.中部地区的平均技术效率由调整前的０．６６５上升至调整后的０．７９３,这是由于剔除外生变

量后,其平均纯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都提升导致的.西部地区的平均技术效率、平均纯技术效率

和平均规模效率涨幅最大,分别提升了２０．３１％、１４．３９％和１０．０８％,提高幅度均在１０％以上.调整

后,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差距进一步缩小,但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和纯

技术效率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调整后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反超东部地区.
(２)技术效率.调整后,仍然有８个省份处于生产效率前沿,其中河北、上海、福建、山东和江西的

技术效率值仍为１,说明以上５省(直辖市)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确实较好;和第一阶段相比,中部的

黑龙江、西部的广西和内蒙古技术效率值提升到１,处于效率前沿面,说明在剔除外生因素和随机误

差后,以上３省(自治区)在同质环境下的财政支出具有较高的效率.而由于调整后规模效率的下降,
导致浙江、辽宁和贵州三省的技术效率得分小于１,退出效率前沿面,说明财政支出的真实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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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Fried(２００２)和龚锋(２００８)的相关研究,剔除外生环境影响变量后,效率值会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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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第三阶段DEA效率核算结果

地区
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规模
报酬

北京 ０．７３８ ０．８２１ ０．８９９ drs
天津 ０．７２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１ irs
河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上海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江苏 ０．８７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８ drs
浙江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６ irs
福建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广东 ０．５８３ ０．９３８ ０．６２２ drs
山东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辽宁 ０．７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８ drs

东部地区 ０．８６２ ０．９７６ ０．８８２
吉林 ０．４３１ ０．４６１ ０．９３５ irs

黑龙江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河南 ０．９４７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７ drs
湖北 ０．７９５ ０．８８８ ０．８９５ irs
湖南 ０．５６３ ０．６１３ ０．９１８ drs
安徽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８ １．０００ irs
江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山西 ０．７４５ ０．７６６ ０．９７２ drs

中部地区 ０．７９３ ０．８３４ ０．９５０
广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内蒙古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重庆 ０．５２１ ０．５２１ １．０００ irs
四川 ０．７０４ ０．８１９ ０．８６０ drs
贵州 ０．７６７ ０．８１８ ０．９３８ irs
云南 ０．８６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０ drs
陕西 ０．６８８ ０．６９９ ０．９８４ drs
甘肃 ０．７１０ ０．８１０ ０．８６６ irs
青海 ０．１５９ ０．２０１ ０．７９２ irs
宁夏 ０．６４２ ０．８５５ ０．７５１ drs
新疆 ０．５１４ ０．５８０ ０．８８７ drs

西部地区 ０．６８７ ０．７５５ ０．９０３
全国地区 ０．７７４ ０．８４８ ０．９１１

并不能由之前测算的 DEA 效率值得到体现.分地区

看,调整后东部地区处于生产效率前沿上的省份仍为

４个,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各增加１个.
(３)纯技术效率.调整后的各地区间纯技术效率差

异进一步缩小,２９个省份中有１４个的纯技术效率为１,
比调整前增加了４个.其中,中部地区的黑龙江和河

南,西部地区的内蒙古调整后的纯技术效率值由之前的

小于１增加到１.在２９个决策单元中,经过调整,纯技

术效率值上升的有１５个,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８个),
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内蒙古(４７．４９％),说明未剔除外生

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干扰前,低估了内蒙古的纯技术效

率水平;调整后纯技术效率下降的有４个,分别是中部

地区的吉林、安徽、山西和西部地区的青海.
(４)规模效率.调整后,２９个决策单元中规模效率

上升的有１６个,其中西部地区有 ７ 个,占到总数的

４３．７５％,说明外生环境因素确实对西部地区环境治理

支出的规模效率影响较大.规模效率越高,表明决策单

元的生产规模越接近最优生产规模,并且规模效率的高

低还直接影响着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值.这也就可以

解释为什么调整后西部地区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技术效率值都得到了提升.此外,北京、浙江、广东、
辽宁、甘肃、青海和贵州等７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后

的规模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５)规模报酬.调整后,规模报酬不变的决策单元

增至８个,即河北、上海、福建、山东、江西、黑龙江、广西

和内蒙古等处于效率前沿上的省份,规模报酬递增的省份由调整前的５个上升至９个,新增浙江、湖
北、青海、甘肃、贵州等省份,相应的规模报酬递减的有１２个.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有５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规模报酬呈现递减趋势.总体上看,调整后,规模报酬处于不变或递增阶段的增至１７个,
但是占总数比仍低于６０％(５８．６２％).

根据以上分析,调整后各省份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差异均明显下降.调整前,
外部环境“好”的省份,利用其良好的资源禀赋上扬其技术效率值,而外部环境“坏”的省份技术效率值

则较低,从而导致技术效率得分差异明显.当剔除了外生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干扰后,所有省份均处于

同质环境下,效率水平差异明显减小.由此可见,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核算的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三、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的提升方向

　　在对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进行划分时以０．９的效率得分作为临界点,把调整后的

２９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得分分为四种类型,其空间折射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处于第一象限的为“双高型”省份,即该区域的省份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大于

０．９,除了处于生产效率前沿面上的河北、上海、福建、山东、黑龙江、江西、广西和内蒙古等８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外,还包括东部地区的浙江和中部地区的河南.与其他决策单元相比,以上省份的环境

治理支出效率较高,所需改进较小.说明浙江和河南省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部门的日常经营管理水

平较高,且其生产规模接近最优生产规模.
位于第二象限的决策单元呈现出“低高型”,其纯技术效率小于０．９,而规模效率大于０．９,包括中

部地区的吉林、湖南、安徽、山西,西部地区的重庆、云南、陕西等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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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纯技术效率仅为０．４６１,严重制约了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安徽和重庆的规模效率得分为１,由
于其纯技术效率小于１,导致其处于生产效率前沿之外.针对该地区应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内部的环

境管理机制,完善环境治理资金的绩效评估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提升地方政府环境

治理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图１　效率分区空间折射情况

　　第三象限的决策单元为“双低型”,其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小于０．９,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包
括东部地区的北京,中部地区的湖北,西部地区的四川、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７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青海为例,其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得分分别为０．１５９、０．２０１和０．７９２,由于其

较低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导致其技术效率排名位列最后.以上省份的效率水平还存在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地方政府今后应在提高管理水平和优化资金规模方面双管齐下,从而提高支出效率

水平.
位于第四象限的决策单元纯技术效率大于０．９,而规模效率小于０．９,即“高低型”,共计５个决策

单元.该类型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得分较低,主要是其规模效率较低所致.以天津、江苏、辽宁、贵州

等为例,其纯技术效率得分为１,但规模效率得分小于１,导致其处于效率前沿面之外.除此之外,广
东省的纯技术效率０．９３８,规模效率０．６２２,也在该象限内.针对以上地区,盲目的增加财政资金投入

无益于效率的提高,应该控制资金规模,调整分配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减少资金浪费.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评估了２０１５年我国(大陆地区)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治理

效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文盲率和工业化水平均对环境治理支出效率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经济发展水平、环保机构分布密度对支出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第二,调整后,我国地方政府环

境治理支出效率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性.分区域来看,环境治理支出效率较低的省份大多

位于西部地区.第三,我国省际环境治理支出的效率特征并不一致,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０．９的

效率得分作为临界点将２９个决策单元划分为４种类型,即“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和“双
低型”.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大支出规模,建立长效的投入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该把环境保护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

出的重点,大力拓宽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渠道;建立财政性环境治理支出稳定增长机制,强化财政政策

对环境保护的引导作用;建立环境治理支出与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双向响应机制,如保证中央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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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支出增长率高于当年GDP增长率、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应占GDP一定比例、预算内环保投

资应随当年本级财政收入增加而增加等.此外,应将环境纳入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调节因地方经济

发展、财政能力不均衡造成的人均环境财政支出差异.
第二,适度的财政集权有助于提高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效率.财政分权对于环境治理支出效率

的影响差异折射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这种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存在的缺陷: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

下,以 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

期化倾向.因此应参照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修正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在考核中注重发展速度的同

时兼顾发展方向、发展质量,以此激励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中找

到平衡点.
第三,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的环境污染

是和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工业三废仍然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应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

少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以环境倒逼机制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大政策倾斜性,重点向科技

含量高、环境污染小、资源消耗低的第三产业倾斜.
第四,应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参与度.一方面,应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公众受教育水平.

当受教育人口占比逐渐增大时,相应的追求“好”环境的人越来越多,这部分人倒逼地方政府采取措施

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应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信息透明是现代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通
过推进环境保护政务公开,建立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开展听证会等形式保证公众参与渠道畅通,有利

于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共治.

参　考　文　献

[１]　姜林．中国环境规制效率评价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２０１１:３１Ｇ３２．
[２]　王立岩．基于两阶段 DEA 模型的城市环保治理效率评价[J]．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０(１２):２９Ｇ３１．
[３]　毛晖,汪莉,杨志倩．经济增长、污染排放与环境治理投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５):７３Ｇ７９．
[４]　何平林,刘建平,王晓霞．财政投资的数据包络分析:基于环境保护投资[J]．财政研究,２０１１(５):３１Ｇ３４．
[５]　石英华,程瑜．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投入与绩效评估[J]．地方财政研究,２０１１(３):２９Ｇ３３．
[６]　董秀海,胡颖廉,李万新．中国环境治理效率的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J]．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８(６):１２２１Ｇ１２３０．
[７]　李静,程丹润．基于 DEAＧSBM 模型的中国地区环境效率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２(８):１２０８Ｇ１２１１．
[８]　李胜文,李新春,杨学儒．中国的环境效率与环境管制———基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７年省级水平的估算[J]．财经研究,２０１０(２):５９Ｇ６８．
[９]　李静．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差异与影响因素[J]．南方经济,２００９(１２):２４Ｇ３５．
[１０]CHARNESA,COOPERW W．MeasuringtheefficiencyofDMU [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１９７８(２):４２９Ｇ４４４．
[１１]FRIEDH O,LOVELLCA,SCHMIDTSS,etal．Accountingforenvironmentaleffectsandstatisticalnoiseindataenvelopment

analysis[J]．Journalofproductivityanalysis,２００２(１):１２３Ｇ１３５．
[１２]魏楚,沈满洪．结构调整能否改善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２００８(１１):７７Ｇ８５．

(责任编辑:金会平)

３４１


